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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

———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盛涵天 汤慧桢 贺灿飞

〔摘 要〕 在当前产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面临着更多挑战。基于 2003—
2016 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规模在时间上、空间上表现出不均衡性。从出口强

度看，中西部地区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依赖性相对更高。政策层面，环境规制短期内会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

但其长期效应相对有限。企业层面，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与本地的技术关联越强、复杂度越高，越不容易受到地方环境

规制压力的负面影响。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政府需动态调整环境政策，采用因地、因时制宜的治理模式; 企业需有意识地

推动生产技术更新与产品质量升级，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
〔关键词〕 环境规制; 污染密集型产业; 出口; 地级市

〔中图分类号〕 F752． 62; X32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盛涵天 ( 1996—) ，男，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经济地理; 汤慧桢

( 1997—) ，女，福建漳州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贺灿飞( 通讯作者)

( 1972—) ，男，江西永新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经济地理。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2171169) ———“产业关联性、经济复杂度与区域产业发展路径创造”。
〔收稿日期〕 2022 － 11 － 26
〔修回日期〕 2022 － 12 － 29

一 引言

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全球

化水平日益提高，对外出口规模迅速增长。然而，以

资源导向和劳动导向为主的对外贸易带来了大量能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激化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矛盾。一方面，以化工类、纺织类、造纸类等为

代表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承担着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任; 另一方面，污染密集型产业又是地方工业污染

排放的重要来源［1］。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扩大

开放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有效引导地方产业结构合

理调整，推动污染类产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保持出

口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环境规制的定义可以概括为政府通过经济、行

政、法律等政策对环境污染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管

控［2］。“中国式”环境规制具有行政命令、绩效考

核、市场调节的典型特征［3］。现有研究大多从微观

层面上的企业生产率［4］、创新投入［5］与宏观层面上

的区域贸易［6］、国家竞争力［7］等角度探讨环境规制

的作用。然而，在“全球—地方”互动的大背景下，

区域尺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8］。第一，现有研究

缺乏对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关注，对城市尺度环

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外贸易关系的讨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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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第二，已有文献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本身的聚焦

程度不够，尚需从产业—产品视角对环境规制的经

济效应形成系统性理解。本文旨在透过环境经济地

理视角回答以下问题: 中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

表现出怎样的演化动态与空间布局规律? 不同区域

的环境规制压力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环境规制压力下不同污染密集型产

业、产品的出口动态是否存在异质性?

二 文献梳理

现有研究已从国家层面与企业层面探讨了环境

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动态的影响［9］。在国

家层面，部分学者基于赫克歇尔 － 俄林( H － O) 模

型，将环境规制视作国家的要素禀赋［10］，认为拥有

宽松环境规制的国家在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上更具

比较优势［11］。然而，后续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

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12］，规制水

平的提高还有可能增强部分污染行业的出口比较优

势［13］。也有研究借助引力模型分析环境管控对于

贸易流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整体产品

出口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

的影响并不显著［14］。因此在国家层面，环境规制对

贸易出口的效应并不清晰，尤其对于一些资源依赖

型的污染产业来说，国家自然资源丰沛程度比环境

规制强度显得更为重要［15］。所以，城市尺度的研究

能更好地解释环境规制形成、作用的过程，从而更为

合理地刻画地方政府行为在城市出口活动中的重要

影响［16］。
企业层面的研究多从“成本假说”与“波特假

说”两条途径讨论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成本假说”认为，环境规制意味着更高的减排成

本，抑或是更高的经济租金［17］，从而降低企业生产

率，抑制出口二元边际，缩短出口期限; 且环境规制

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18］。然而，“波

特假说”挑战了“成本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

可以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

技术水平，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19］，弥补“不

可避免”的环境规制成本，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20］。
此外，也有一部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地区企业发

展之间存在阶段性关系，即短期的环境规制对企业

的影响可能是消极的，但长期过程中会对企业发展

产生促进作用［21］。
然而环境规制对于区域企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往往是相互叠加且动态发展的，并且由于企业规模、
资本属性、行业特点等条件的不同存在一定异质性，

因此仅从国家或企业层面研究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

的影响容易忽略产品、产业层面的异质性机制。现

有贸易研究已经关注到了产品及其蕴含的知识结构

对出口动态的影响。例如，豪斯曼( Hausmann) 等人

将出口产品视为区域生产知识的载体，借助出口产

品数据构建出区域整体的生产知识结构，从而度量

了产品复杂度［22］。在外部环境变化时，高复杂度产

品往往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进入壁垒，在市场竞争

中更容易保持比较优势，其所受不确定性影响往往

小于低复杂度产品［23］。因此，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也

更有可能率先指向低复杂度污染密集型产品，对其

出口活动带来更大影响。其次，演化经济地理学指

出本地产业的技术关联水平会深刻影响该区域的产

业发展动态［24］，位于本地产业技术边缘位置的行业

在产业演化过程中退出的可能性更大［25］。环境规

制体现了地方政府产业规划与企业进入、退出间的

博弈过程［26］，与本地产业关联性更强的污染密集型

产业可能在本地产业网络中处于核心节点位置，在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因此，

环境规制对出口活动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地级市产业

关联层面的异质性。基于上述分析，在现有研究基

础上，本文旨在从城市尺度探讨环境规制对污染密

集型产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并在产业—产品层面进

一步拓展相应的微观机制。

三 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地级市特征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

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本文对出

口原始数据进行了预处理: 剔除了缺失年份、企业或

产品代码以及贸易额等关键信息的数据样本; 将所

有代码统一到 HS2007 版本，以保持不同年份之间

产品的统一性; 将 HS 六位数产品与《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与代码( GB /T 4754 － 2017 ) 》的两位数制造业

进行匹配; 将出口数据匹配到地级市之前先剔除贸

易公司数据。本文参考已有文献，根据 2003—2014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大类制造业的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烟( 粉) 尘三种污染物总量与《中国统计

年鉴》中各行业工业销售产值数据计算污染排放系

数并进行排序［27］。本文基于计算结果选取金属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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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类、纺织类、非金属类和造纸类共五大类别污染

密集型产业( 表 1) 。

表 1 污染密集型产业划分

行业分类 具体行业

金属类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

金属制品业( 33)

化工类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

纺织类

纺织业( 17)
化学纤维制造业( 2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8)

非金属类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
造纸类 造纸和纸制品业( 22)

注: 括号中为产业的二位数 HS 代码。

2． 描述性分析

本文首先关注国家尺度上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

的出口规模与结构。从出口规模变化来看( 图 1) ，

2003—2016 年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总额

呈现出持续性增长、短暂性下降的趋势，出口企业数

量总体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其中 2003—2008 年污

染行业出口总额增长迅速。2009 年由于全球金融

危机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整体的出口量受到较大

冲击，出口额同比 2008 年下降了 26． 8%。2015—
2016 年期间，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导致的需求下

降、国内人口红利消退、制造业转移、生态文明建设

等多方因素，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总额再次进入

负增长阶段。

图 1 2003—2016 年中国污染密集型

产业出口额及企业数量

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占比来看，国有与外

资出口占比逐渐下降，私营经济在污染密集型产业

出口贸易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 2) 。2003
年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比分别为 41． 6%和

31． 7%，此时私营及其他企业出口额占比仅为

10. 7%，实力更强的国企与外企是出口贸易的主要

力量。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持续深化，私营及其他

企业的出口份额快速扩大，成为出口贸易的强劲驱

动力。2013 年，私营及其他类出口企业的出口总额

占比达到最高点的 64． 1%，之后由于外部经济环境

冲击，占比出现明显收缩，降至 2016 年的 57． 3%。

图 2 2003—2016 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

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额占比

本文重点关注中国地级市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

的时空格局。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总额呈现出由东

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的趋势，并形成

北重南轻的地理格局 ( 图 3 )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后，东部沿海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密集的劳动人口与优惠的政策条件，率先成为中国

对外出口门户。2003 年至 2016 年间，污染行业出

口额大于 10 亿美元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

角与京津冀地区以及环渤海城市群。尽管有研究表

明近年来污染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从东部发达地区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东部地区的出口集聚

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28］。
从各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强度( 污染密集

型产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 变化看，2003—2016
年间全国整体污染出口比例显著下降，其中南方地

区的变化程度明显大于北方地区( 图 4) 。2003 年，

中西部地区的污染行业产品出口占比明显高于东部

地区，山西、甘肃、青海、内蒙古、贵州、广西等省份有

部分城市的污染出口比例超过 70%。由此可见，污

染密集型产业在上述地区成为了重要经济支柱，高

污染的产业结构对当地环境保护带来了更严峻的挑

战。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各地区污染密集型

产业出口强度在 2010 年和 2016 年均有明显下降，

出口产业绿色化水平大大提高。2016 年，中国南方

地区许多城市的污染行业出口占比已经低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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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各城市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额

注: 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 审图号: GS( 2019) 1822 号) 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图 4 中国各城市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强度

但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以及东北等矿产资源集

中地区仍有不少城市高度依赖污染密集型产业出

口。对资源产业过度依赖所导致的挤出效应与制度

弱化反而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清洁化转型，

形成了“资源诅咒”现象［29］。
3．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地方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产业

出口的影响效应，本文选取 2003—2016 年作为研究

时段，以中国各个地级市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规

模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

lnPolluExpit = α1 lnEＲIit + α2 lnIndprodit + α3

lnOpenit + α4 lnGDPperit + α5 lnPopuit + α6 lnHHIit +
μi + μt + ∊it ( 1)

其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μi 为城市固定效

应，μt 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PolluExpit

是模型中的核心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污

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与制造业总出口规模。EＲIit

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各城市历年的环境规制强度。
从方法上看，现有研究对城市尺度环境规制水

平的测度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单一指标法通常

使用企业排污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等指标近似

估计环境规制强度［30］。第二，综合指标法常根据主

成分构成计算各类污染物 ( 如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等) 处理率的加权平均值［31］。第三，政策分析法更

关注具体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否，通过事件分析识

别环境规制的效应［32］。总体而言，使用单一指标法

更易获得数据资料，但其信息量有限，可能带来较大

偏误; 综合指标法以及政策分析法对数据量要求较

大，但其刻画的环境规制强度相对更贴近实际情况。
本文借鉴相对排放强度综合指标［33］方法，选取工业

废水、工业二氧化硫以及工业烟粉尘三种主要污染

物的排放强度，构建综合污染物排放指标来衡量环

境规制强度。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计算城市 i 的 j 污染物在 t 年的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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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jt以及全国所有城市 j 在 t 年的污染物平均排放强

度 Pjt ; 其中，Eijt代表城市 i 的 j 污染物在 t 年的排放

总量，Vit代表城市 i 在 t 年的工业总产值，n 代表城

市总数。

Pijt =
Eijt

Vit
( 2)

Pjt = 1
n∑

n

j = 1
Pijt ( 3)

其次，计算城市 i 的 j 污染物在 t 年的相对排放

强度:

EＲijt =
Pijt

Pjt
( 4)

最后，综合三种污染物的相对排放强度，计算各

城市历年的环境规制强度系数。EＲIit 越大代表城市

的相对污染排放强度越弱，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在

环境污染管控的标准更高，执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

制手段。

EＲIit = 1
EＲi1t + EＲi2t + EＲi3t

*
3 P1_2003 P2_2003 P3_2003

P1t P2t P3■ t

( 5)
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考虑了城市规模、集

聚以及经济发展基本面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潜

在影响［34］。其中，Indprodit 为城市工业总产值，表

征城市工业生产能力。Openit 表示城市对外开放水

平，采用外商投资工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比重来

衡量。GDPperit 是城市人均生产总值，Popuit 为城市

人口总数，用于衡量城市集聚经济。HHIit 是地方企

业出口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该指数越大代表地方

的出口垄断现象越明显、竞争强度越低。本文对所

有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降低各变量量纲不一

致影响，使回归系数更具可比性。

四 实证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式( 1 ) 并将基

准回归结果记录在表 2。从回归结果看，模型( 1) 中
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影响系数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严格的环境管控抑

制了污染行业的出口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工业总

产值、对外开放水平以及经济产出水平均对出口规

模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关结果表明，中国城

市发展过程与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增长存在耦合关

系。一方面，出口活动本身极大依赖于城市经济发

展与对外开放程度; 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

与质量始终是学界广泛探讨的问题［35］。此外，地方

企业出口规模赫芬达尔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出口行业垄断程度越高，竞争越弱，越有可能限制污

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这一结果也呼应了现有基于国

际贸易组织理论的实证研究［36］。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 1) ( 2) ( 3)
变量 ln_PolluExp ln_PolluExp ln_PolluExp

ln_EＲI
－ 0． 180＊＊＊

( 0． 04)

L． ln_EＲI
－ 0． 073*

( 0． 04)

L2． ln_EＲI
－ 0． 058
( 0． 04)

ln_Indprod
0． 640＊＊＊ 0． 470＊＊＊ 0． 420＊＊＊

( 0． 07) ( 0． 07) ( 0． 08)

ln_Open
0． 051＊＊ 0． 0474* 0． 018
( 0． 03) ( 0． 03) ( 0． 03)

ln_GDPper
0． 234＊＊＊ 0． 251＊＊ 0． 259＊＊

( 0． 09) ( 0． 10) ( 0． 11)

ln_Popu
－ 0． 025 － 0． 037 － 0． 038
( 0． 08) ( 0． 08) ( 0． 08)

ln_HHI
－ 0． 211＊＊＊ － 0． 219＊＊＊ － 0． 238＊＊＊

( 0． 05) ( 0． 05) ( 0． 06)

常数项
13． 650＊＊＊ 14． 730＊＊＊ 15． 310＊＊＊

( 0． 88) ( 0． 96) ( 1． 04)
观测值 3645 3306 3061
Ｒ 平方 0． 315 0． 230 0． 185
城市数 283 281 280

双向固定效应 √ √ √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 t 值，下同。

环境规制作为政府与市场共同调节的结果，其

形成、作用过程均具有时滞性［37］。因此，本文引入

环境规制的长期效应，将环境规制强度分别滞后一

期和两期进行回归，其结果分别记录在表 2 中的模

型( 2) 与模型( 3) 。从滞后一期的结果看，环境规制

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作用系数在 10% 水平上

显著为负; 然而，随着时滞增长，相应结果显著性下

降。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即政府

需根据本地生产、污染、环境治理等情况，动态调节

规制水平，使其发挥最大作用。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基准回归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增强显著抑

制了城市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然而，假设环境规

制水平增强对非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也有溢出效

应，同等水平抑制了城市出口规模，那么本文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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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将缺乏稳健性。因此，本文首先检验了环境规

制水平对城市全行业出口规模的影响。从表 3 可

知，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在短期内显著抑制了城市全

行业出口规模，但其所受冲击较污染密集型产业更

小。这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在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

出口的同时可能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即政府设定

的排放标准等对非污染密集型产业生产过程也存在

影响。随着时滞增加，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反而对城

市全行业出口产生了促进效应。本文认为，环境

规制可能通过刺激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

整体制造业的出口［38］。短期与长期结果的不同也

间接印证了经典研究中提出的“成本假说”与“波

特假说”。

表 3 环境规制对全行业出口影响

变量
( 1) ( 2) ( 3)

ln_TotalExp ln_TotalExp ln_TotalExp

ln_EＲI
－ 0． 053＊＊

( － 2． 39)

L． ln_EＲI
0． 031
( 1． 31)

L2． ln_EＲI
0． 047＊＊

( 2． 08)

ln_Indprod
0． 605＊＊＊ 0． 471＊＊＊ 0． 445＊＊＊

( 14． 78) ( 11． 08) ( 10． 12)

ln_Open
0． 098＊＊＊ 0． 104＊＊＊ 0． 083＊＊＊

( 6． 48) ( 6． 26) ( 4． 69)

ln_GDPper
0． 324＊＊＊ 0． 343＊＊＊ 0． 329＊＊＊

( 5． 94) ( 5． 94) ( 5． 28)

ln_Popu
0． 026 0． 003 － 0． 004
( 0． 52) ( 0． 06) ( － 0． 08)

ln_HHI
－ 0． 203＊＊＊ － 0． 204＊＊＊ － 0． 215＊＊＊

( － 6． 90) ( － 6． 60) ( － 6． 69)

常数项
13． 354＊＊＊ 14． 145＊＊＊ 14． 739＊＊＊

( 25． 32) ( 25． 12) ( 24． 56)
观测值 3645 3306 3061
Ｒ 平方 0． 655 0． 587 0． 540
城市数 283 281 280

双向固定效应 √ √ √

考虑到以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以及工业烟

粉尘三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为基础构建的综合

指标可能无法直接衡量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中的实

际作为，故本文进一步使用单一指标法［39］进行实证

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本文以地方工业污染治理投入

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ln_ＲEG) 作为环境规制

后验指标，将其滞后两期项纳入回归模型中，发现其

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 表 4) 。这一结果说明地方污

染治理投入总体上能够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

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第一，地方污染治理投入越大

代表本地对环境污染治理重视程度越高，因此有可

能增加污染密集型企业排污成本，抑制其出口活动;

第二，从中长期看，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强度越大的地

方越有可能营造清洁生产环境，从而倒逼高污染企

业退出，削减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

表 4 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对污染密集型

产业出口影响

变量
( 1) ( 2)

ln_PolluExp ln_PolluExp

L2． ln_ＲEG
－ 0． 379＊＊＊ － 0． 110＊＊

( － 9． 61) ( － 2． 48)

ln_IndProd
0． 943＊＊＊

( 13． 43)

ln_Open
0． 410＊＊＊

( 14． 87)

ln_GDPper
－ 0． 034

( － 0． 33)

ln_popu
0． 012
( 0． 16)

ln_HHI
－ 0． 872＊＊＊

( － 17． 68)
常数项 16． 703＊＊＊ 16． 274＊＊＊

( 72． 45) ( 13． 99)
观测值 2363 2288
Ｒ 平方 0． 159 0． 664
城市数 268 263

双向固定效应 √ √

进一步，考虑到使用环境规制强度系数进行估

计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即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

程度更高、排放强度更大的城市倾向于出台更为严

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再次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

替换，使用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指标进行回归估计。
与基于污染物排放的后验指标不同，政府生态环境

注意力通过先验视角，直接衡量了地方政府对生态

保护、环境问题治理的决心。本文参考陈诗一等使

用的政策文本分析法［40］，通过 QSＲ Nvivo11 以及

ＲOSTcm6 分词软件对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编

码、关键词统计、词频计算①。本文在词频统计基础

上汇总了地级市层面生态环境注意力( EA) 指标。
EA 值越大，说明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程

度越高。将环境规制强度系数替换后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总体而言，本文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好，生态

环保注意力更高的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显

著更小，说明政府在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在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并没有放任污染密集型产业无序

扩张。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注意力的效力也存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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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递减趋势。一方面，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前

瞻性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政府与污染密集型企业间

存在动态博弈过程，要求环境政策不断迭代更新。

表 5 生态环保注意力对污染密集型

产业出口的影响

( 1) ( 2) ( 3)
变量 ln_PolluExp ln_PolluExp ln_PolluExp

ln_EA
－ 0． 055*

( － 1． 81)

L． ln_EA
－ 0． 093＊＊＊

( － 2． 79)

L2． ln_EA
－ 0． 021

( － 0． 62)

ln_Indprod
0． 413＊＊＊ 0． 326＊＊＊ 0． 266＊＊＊

( 5． 49) ( 3． 86) ( 2． 87)

ln_Open
－ 0． 015 － 0． 022 － 0． 026

( － 0． 45) ( － 0． 57) ( － 0． 62)

ln_GDPper
0． 222＊＊ 0． 292＊＊ 0． 375＊＊＊

( 2． 12) ( 2． 53) ( 3． 00)

ln_Popu
－ 0． 029 － 0． 027 － 0． 017

( － 0． 35) ( － 0． 31) ( － 0． 19)

ln_HHI
－ 0． 206＊＊＊ － 0． 239＊＊＊ － 0． 288＊＊＊

( － 3． 70) ( － 3． 83) ( － 4． 21)

常数项
16． 107＊＊＊ 16． 632＊＊＊ 15． 957＊＊＊

( 16． 78) ( 15． 56) ( 13． 58)
观测值 2913 2560 2309
Ｒ 平方 0． 205 0． 149 0． 118
城市数 267 266 266

双向固定效应 √ √ √

五 进一步讨论

1． 产业层面环境规制的指向性

产业动态存在路径依赖性与本地根植性，某一

地级市污染密集型产业如果与本地其他行业在资

源、技术、资本或所处产业链等方面具备高度相似

性，其出口活动受到环境规制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反

之，如果本地污染密集型产业相对孤立，其更容易被

环境规制淘汰。
本文采用伊达尔戈( Hidalgo) 等的方法［41］，使

用共现关系分析法来测量本地污染密集型产业与其

他行业间的技术关联。该方法首先测度了城市各个

出口行业是否具有显现比较优势( ＲCA) ，再通过加

权平均每一行业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共现 ＲCA 的概

率计算技术关联度。本文根据该结果将技术关联度

排名在前 100、100—200 以及 200 名以后的城市分

别划为强关联、中关联与低关联地区。

表 6 展示了环境规制强度在不同产业技术关联

地区的回归结果。在不同技术关联水平下，环境规

制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污染密集型

产业与区域的产业技术关联越强，环境规制对污染

产品出口规模的负面冲击就越弱。该结果表明，污

染密集型产业与本地产业的技术关联能够有效抵御

环境政策对出口动态的影响。相关结果也回应了演

化经济地理领域相关研究，即与本地产业的紧密联

系为污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交流合作与知识溢出基

础［42］，使其在面对环境规制时更有可能将合规成本

的压力分散到区域内的关联产业中，降低污染行业

的投资风险［43］，以此缓冲政策压力对出口的负面影

响［44］。

表 6 产业技术关联与环境规制影响

( 1) ( 2) ( 3)
变量 强关联地区 中关联地区 弱关联地区

ln_PolluExp ln_PolluExp ln_PolluExp

ln_EＲI
－ 0． 087＊＊＊ － 0． 223＊＊＊ － 0． 270＊＊＊

( － 2． 79) ( － 5． 58) ( － 2． 66)

ln_Indprod
0． 700＊＊＊ 0． 662＊＊＊ 0． 383*
( 14． 87) ( 8． 51) ( 1． 76)

ln_Open
0． 140＊＊＊ 0． 009 0． 057
( 4． 41) ( 0． 31) ( 1． 01)

ln_GDPper
0． 267＊＊＊ 0． 394＊＊＊ 0． 344
( 4． 24) ( 3． 62) ( 1． 23)

ln_Popu
－ 0． 020 0． 070 － 0． 250

( － 0． 38) ( 0． 80) ( － 0． 91)

ln_HHI
－ 0． 080＊＊ 0． 046 － 0． 470＊＊＊

( － 2． 43) ( 0． 78) ( － 2． 80)

常数项
12． 194＊＊＊ 9． 311＊＊＊ 16． 527＊＊＊

( 18． 83) ( 9． 05) ( 5． 95)
观测值 1，237 1，371 1，037
Ｒ 平方 0． 787 0． 566 0． 069
城市数 168 197 139

双向固定效应 √ √ √

2． 产品层面环境规制的指向性

高复杂度产品拥有比低复杂度产品更强的抗风

险能力，在面对外部政策压力时波动性更小。从供

给侧角度看，高复杂度产品的生产需要更多样化的

缄默知识，因此复杂产品的进入壁垒更高、竞争优势

更强; 从需求侧角度看，高复杂度产品遍在性低、附
加值高、可替代性较低，所以这类产品能够接受更高

的价格弹性。因此，本文认为高复杂度产品更有能

力消化环境规制压力下的合规成本。
本文采用伊达尔戈( Hidalgo) 和豪斯曼( Haus-

mann) 构建的反射迭代法［45］，并利用 CEPII － BACI
的全球出口数据计算了 HS 四位数代码产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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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文根据计算得出的复杂度中位数，将四位数

污染密集型产品分为高复杂度产品与低复杂度产

品。总体来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低复杂度产品主

要是生产过程较为简单的纺织和粗加工金属产品，

而高复杂度产品主要是生产工艺更加复杂、附加值

更高的化学产品、深加工金属以及非金属产品等。
表 7 展示了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高复杂度产

品、低复杂度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情况。回归结果

中，环境规制强度对高复杂度产品出口的影响系数

为负但并不显著，对低复杂度产品的出口效应则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严格的环境规制更容易对

低复杂度产品的出口带来负面冲击，而对高复杂度

产品出口动态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一方面，污染密

集型产业高复杂度产品由于存在技术优势，可以通

过抬高产品价格来应对生产成本的上升［46］; 另一方

面，生产高复杂度产品的企业往往能享受到高新技

术补贴等政策优惠，从而大大降低了其退出出口市

场的可能性［47］。

表 7 产品复杂度与环境规制影响

( 1) ( 2)
变量 高复杂度产品 低复杂度产品

ln_PolluExp ln_PolluExp

ln_EＲI
－ 0． 022 － 0． 171＊＊＊

( － 0． 46) ( － 3． 84)

ln_Indprod
0． 637＊＊＊ 0． 674＊＊＊

( 7． 33) ( 8． 19)

ln_Open
0． 091＊＊＊ 0． 041
( 2． 79) ( 1． 33)

ln_GDPper
0． 524＊＊＊ 0． 041
( 4． 51) ( 0． 37)

ln_Popu
0． 037 － 0． 173*

( 0． 36) ( － 1． 74)

ln_HHI
－ 0． 146＊＊ － 0． 345＊＊＊

( － 2． 34) ( － 5． 84)

常数项
8． 108＊＊＊ 16． 786＊＊＊

( 7． 22) ( 15． 82)
观测值 3，594 3，607
Ｒ 平方 0． 394 0． 203
城市数 281 281

双向固定效应 √ √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库 2003—2016 年出口数据，

研究了城市尺度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演化，并

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污染行业出

口的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污染密集型产

业的出口规模存在时空格局上的异质性。时间格局

上，2003—2016 年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规

模呈现出持续性增长、短暂性下降的趋势，其中私有

制经济的贡献度大幅提高。空间格局上，中国污染

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始终保持东高西低、北重南轻

的特点，中西部以及北方地区对污染行业的出口依

赖性相对更强。第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

规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短期内会抑制污染密集

型产业乃至区域内整体制造业的对外出口，但是其

长期效应并不显著。第三，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政策

压力，具有产业与产品层面的影响机制。从产业层

面看，区域关联产业能对污染密集型产业产生更多

的知识溢出并分担部分成本。强技术关联能够部分

抵消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负向影响。
但与此同时，强技术关联也有可能导致区域产业路

径依赖，增加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型的粘滞力，对地方

产业绿色化、高端化进程产生阻力。从产品层面看，

高复杂产品不论在供给侧、需求侧、政策保护上都具

备更大的优势，生产高复杂度产品的污染密集型企

业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压力。一方面，

高技术产品生产企业通常能够依赖更高的产品价格

支付环境污染治理费用; 另一方面，清洁化、绿色化

生产已经成为产业高端化的重要指征，因此高复杂

度产品生产、出口企业也需要应对更为严格的环境

约束。
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出发，结合污

染密集型产业特点以及中国国情，本文梳理出如下

政策启示: 第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已经

被淘汰，地方政府需要依靠细致的环境规制政策合

理调控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环境治理需重视以法

律法规为基础，能够迅速落地起效的命令式环境规

制，也要重视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着眼长期产业“腾

笼换鸟”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的精准环境规制政策需在倒逼污染密集型企业转型

升级的同时，尽可能避免政策滞后、企业寻租等带来

额外治理成本。第二，环境规制在一定期限内可能

对城市出口等经济活动造成影响，带来“阵痛期”。
因此，需加强环境规制政策与金融、财税、外贸、创新

等多领域政策协调配合，适度降低企业转型成本，引

导产业结构转型有序进行，在稳定的社会经济格局

下从长计议生态文明建设。第三，为实现产业结构

的绿色化和高级化转型，地方应当有序减少对污染

密集型产业的经济依赖，从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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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链等多角度打破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对污染密集

型产业的“路径依赖”。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鼓励

企业增加技改投入，提升产品技术质量与竞争力，从

而降低严格环境管控对出口经济的负面影响。最

后，污染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环保责任，顺应绿色发展

理念，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有意识地推动生产技术

更新与产品质量升级。

【Abstract】 The export of China’s pollution － intensive
industries faces hug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zation． The empiri-
cal study，on the basis of China’s customs trade database from
2003 to 2016，has figured out that the export scale of China’s
pollution － intensive industries shows a spatial － temporally un-
balanced trend． In terms of export intensity，the export depend-
ence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n the polluting industry
is relatively hig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urbs the export
scale of pollution －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short term，but its
long － term effect is relatively limited． Cognitively stronger － re-
lated industries and more complex products are less likely to be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pressure of local environmental reg-
ula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een development，the govern-
ment needs to dynamically adjus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fully considers local － time － sensitive conditions． Enterprises
need to conscious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production technol-
ogy and product quality，an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lution － inten-

sive industries; export; Prefecture － level City

注释

① 本文统计了环境保护类、环境污染类、能源消耗类、协同发展与环

境治理类等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词汇总量占政府工作报告全

文的比重; 本文所搜集的政府工作报告跨度为 2005—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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